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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摘 要: 在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为代表的华南研究
相对成熟，而对华北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开发较早，因此需
要从较长的时段和更具体的空间深入探讨，才能理解明清时期的发展特点。从山西晋祠
地区的村落体系入手，对包括赤桥村在内的具体村落历史加以钩索，可知赤桥和晋祠一
样，因为占据了晋水灌溉的源头地区而具有了先天的自然优势。同时，晋祠虽然作为国
家正祀和整个太原地区的文化象征，但也是晋祠镇以及赤桥等毗邻村落所控制的象征资
源，因此获得“天赋水权”并由此在村落网中占据了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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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桥村，在今山西太原以南约 22 公里，属晋祠镇。这个地方为学界所知，主要是因为清末

民初生活在这里的乡绅刘大鹏以及他的 《退想斋日记》。自 20 世纪 80 年代始，学者们开始利用

刘大鹏的丰富撰述进行研究，特别是行龙及沈艾娣的论文，与本文的主题相关①。在笔者研究晋

祠的计划中，晋祠周边地区的村落必然是讨论明清以降时期———如有可能当然会向早期延伸———
的重要内容，赤桥村自然是这些村落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赤桥村所在的乡村网络

根据现存的聚落形态和寺庙等 “礼仪标签”的遗存并不能重现赤桥这样的华北村落的早期

形成过程。公元前 5 世纪末，晋国大夫赵简子开始在今太原经营其新的封邑，以家臣董安于营

建晋阳城，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城墙达到丈余，宫室的柱子皆以铜铸，这个城堡就在后

收稿日期: 2012-12-12
① 与刘大鹏及其日记有关的研究，有乔志强、罗志田、行龙等人的大作。乔志强先生整理出版了《退想斋日记》 ( 山西人

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罗志田教授讨论了晚清科举制之废引起的社会变化 (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一个

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台湾《清华学报》1995 年第 4 期) ，行龙教授有对晋水流域 36 村水利祭祀系统的研究
( 《晋水流域36 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 年第4 期) ，也有数篇文章专门介绍刘大鹏 ( 如《怀才不遇: 内

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新发现的刘大鹏遗作三种》，载《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394 －402 页) 。沈艾娣的相关研究，除了她的著作《梦醒子: 一个华北村民的一生》
( Henrietta Harrison，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1857-1942，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以外，直接相关的研究是她的“Village Identity in Ｒural North China: s Sense of Place in the Diary of Liu
Dapeng”，收于科大卫与刘陶陶主编: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ception，Palgrave，2002，pp． 8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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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古城营。1987 年，赵简子墓也被发现，随葬的精美器物数量惊人，这个地点则在金胜村，

即后世“柳氏坐瓮”传说的发生地。这两个村落都在晋祠以及赤桥以北不远，都是晋水灌溉网

络中的两个村，它们与赤桥同是宋代以后晋水北渠即海清北河所灌溉的 15 个村落中的三个①。
由此可以肯定，这里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统治中心区域。

另一个根据，是这条晋水北渠即战国时的智伯渠， “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

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

御，韩康子为参乘”。《史记正义》引 《山海经》解释说: “悬壅之山，晋水出焉，东南流注汾

水。昔赵襄子堡晋阳，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没者三版。其渎乘高，西注入晋阳城，以周溉灌，

东南出城注于汾阳也。”② 郦道元也说: “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

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③ 智伯所挖水道被后人改造成水渠，说明这一带已成农

业开发地区，而这一水道自悬瓮山一出，首先就会流经赤桥村。因此，至少不晚于此时，这一带

已存在大规模的聚落，只是我们不知道当时存在哪些村落，以及这些村落具有怎样的景观标记。
但无论这里的村落历史多么悠久，在千年进程中，这里的居民也已多次更换。东汉至三国时

期，南匈奴内附，大量定居于山西，以至西晋时期称其为“并州胡”。十六国后期，拓跋鲜卑势

力壮大，后建立北魏，迁都于平城 ( 今大同) ，山西已成北方各族杂居的地区。北齐的高欢也是

鲜卑人，他在晋阳建别都后，多所营建，许多佛寺都是北齐时所建。在今太原北郊的郝庄镇发掘

的北齐徐显秀墓中壁画，鲜明地反映了当时胡汉杂糅的状况。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晋水南渠灌溉

流域的王郭村发现的虞弘墓主，是生活在北齐至隋的西域鱼国人，属 “粟特胡”。墓志中称其在

北周时任检校晋阳萨保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说明这一带广泛分布着西域胡人的

聚落④。
由于太原是李唐的“龙兴之地”，这里的人烟一直很稠密，只是材料中对晋祠周围的村落情

况没有多少记载。日本僧人圆仁自五台山求法后赴长安，途经太原，提到许多著名寺院，如崇福

寺、开元寺等，提到他们离开太原时出西门， “向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山有石

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修理饭食，极有火势，见乃岩石燋化为炭”。这里有石门寺，据说

这里曾发现三瓶舍利，所以“太原城及诸村贵贱男女，及府官上下，尽来顶供养”⑤。这个记载

正与日后刘大鹏的记载相符: “太原西山之峪凡十，……均出煤炭。”其中五条合称明仙峪，峪

口就在晋祠与赤桥村之间⑥。虽然圆仁没有提到具体的村落名称，但这里无疑已有许多聚落

存在。
北宋时期这里的村落情况依然不甚分明。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游晋祠，做诗有 “皆如晋

祠下，生民无旱年”之句，说明这里的居民一直用晋水灌溉。嘉祐年间太原知县陈知白整顿晋

祠水利，开始三七分水，“穴庙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面奉圣院折而微东，以入

于郭村。又一分凑石桥下，以入于晋祠村。又支者为半分，东南以入于陆堡河; 其正东以入于贤

辅等乡者，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圣母池，转驿厅左，以入于太原故城，由故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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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是道光《太原县志》的说法，参见卷 2《水利·晋水渠》，第 15 页下—16 页上。嘉靖《太原县志》卷 1《水利·晋
水四渠》 ( 第 22 页下) 中只是记载: “北渠水七分，溉赤桥、花塔、小站、县城外、古城、金胜等村屯。”
《史记》卷 44《魏世家》。
郦道元: 《水经注》卷 6《晋水》，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7 页。
参见张庆捷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 期。
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6 页。我们没有在地方文献中找到关于石门寺的信息，
清乾隆时人赵谦德撰有《悬瓮山记》，其中说入明仙峪口五里左右，有“两山竦峙如门，曰石门”，石门寺应即由此得
名。参见道光《太原县志》卷 13《艺文》，第 28 页下。但圆仁提到，从石门寺向西上坡二里左右，有童子寺，这在
嘉靖《太原县志》中有记载，该寺位于县西十里龙山上，为北齐天保七年建，金大辅元年为兵火所毁，明嘉靖时重
建。载卷 2《寺观》，第 16 页上、下。两种相隔千年的文献关于该寺起建的情况记载完全相同。又，龙山即为晋祠之
后的悬瓮山。
刘大鹏: 《晋祠志》卷 4《山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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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村。凡水之所行二乡五村，民悉附水为沟，激而引之，漫然于塍陇间，各有先后，无不周

者”。文中提到二乡五村，其中一乡应为贤辅乡; 郭村 ( 刘大鹏注即后世之王郭村) 、晋祠村应

为五村之二①。这说明，明代这里的一些村落直接源自宋代或更早，同时村落的数量少于明代。
晋祠中的文物遗存中也开始出现宋代民众的痕迹。如圣母殿圣母塑像座椅背后的题记，“元

祐二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缴柱龙六

条，今再赛给圣母坐物椅”。莲花台金人身上的绍圣五年题记，“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赵和等

特敬□□舍净财铸铁人一……昭济圣母永充供养”; “甲午社都维那头赵和、弟赵闰□□□，副

维那李立□□，副维那张国分□□，社人李和、杨福张、郑诚、乔水、庄立、赵俊，道士白

□□、陈平、大监王昌、弟王和。绍圣五年四月初一日”，等等。但并不知道金龙社、甲午社的

社众是太原何方之人。
到元代，晋祠附近村落的眉目开始清晰起来。在至元四年的 《重修汾东王庙记碑》碑阴中

有两段文字，记录了官府派人到晋祠来勘察地界的过程和结论，颇为重要，兹节录如下:

晋祠等村乡老冀宝等、耆老燕德等，今准簿尉文字该准县衙关文奉太原总府指挥将
德等勾来取勘晋祠惠远庙四至界畔根脚等事。承此，德等依奉将晋祠庙宇四至界畔开写
前去，并是端的，中□别无争差。今开申于后: 东至草参亭，出入至官街，并诸人见住
屋后大泊堰为界; 南至小神沟旧墙，并碓臼北景清门根脚为界，出入通奉圣寺道; 西至
神山大亭台后为界，北至旧大井南神沟观院墙为界。……

……据本庙知宾道士□仲□并告本庙四至界畔，乞照详事。为此行下平晋县取会本
管地面邻右村分主首、耆老，自来知识人等，堪当四至，端的备细，开写画图，贴说保
结申来，去后回该申移关本县主簿兼尉张天福就使勘当。今准来文发到晋祠镇并邻右索
村、赤桥等村儒户、军民、人匠、打捕、站赤诸色人等，燕德、冀宝等三十四人，年各
七十，及□有八旬之上，俱系本土自来久居人氏，备知本处起建晋祠庙宇四至根
脚。……②

第一段材料清晰地说明了晋祠的四至，与今天晋祠的范围没有什么变化。这是因为此时准备

大规模重修晋祠，为避免纠纷，由该庙道士向官府申请勘察，与当地耆老共同认可其四至范围。
第二段材料说明，延续至今的村落格局———晋祠北侧的赤桥村、南侧的索村———在元初便已存

在。由于官府召集了 34 位七八十岁、世居于此的老人，说明这种村落格局至少可溯自宋金时期。
在明代，太原县共分 55 都，都下可能即为村③。按刘大鹏记载的清代晋水灌溉村庄的情况，

包括总河三村———晋祠镇 ( 南河总河) 、纸房村、赤桥村 ( 北河总河) ; 北河上河 12 村、北河下

河 5 村、南河上河 3 村、南河下河 2 村、中河 7 村、中河小渠 1 村、陆堡河 4 村，共 36 村。这

与明代的情况变化不大。在天龙山圣寿寺明嘉靖铁钟铭文中，依稀可见赤桥村、东庄村、花塔

村、大川都、上庄村、嘉□村、郜村、□店村、□花营、下社村、河下屯、西寨村、董茹村等大

量村名，许多已漫漶不清，像赤桥、花塔、东庄、董茹等村都是这个灌溉系统中的村庄。
在这个村落网中，也包括卫所和王府的屯庄。它们分别是: 晋王府的四个屯庄 ( 东庄屯、

小站屯、马圈屯、马兰屯) 、宁化王府的两个屯庄 ( 古城屯、河下屯) ，以及太原三卫的三个屯

庄 ( 张花营、圪塔营、化长堡营) ④。其中至少有三个屯庄属于这个灌溉网。在明代，民田与王

府地、卫所屯田之间也经常发生争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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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刘大鹏: 《晋祠志》卷 30《河例一》，第 570 页。
至元四年《重修汾东王庙记碑》，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10《金石二》，第 193 页。
嘉靖《太原县志》卷 1《坊郭·乡镇》，第 6 页上。书中没有记载都下有何行政层级，如王索都可能包括晋祠以南索
村到王郭村一带的村落，张花都可能包括晋祠东北的花塔、塔院等村落。同书记载汾河水渠，“南关等都渠一道，南
屯取水，灌北庄等八村; ……苜蓿等都渠一道，看河楼取水，灌庞家寨等村”，卷 1《水利》，第 22 页下。都是在都以
下直接提到村。
嘉靖《太原县志》卷 1《屯庄》，第 2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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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这个以晋水灌溉系统联系起来的村落网内部，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一个是在水

利网络的框架里，北河与南河占用不同的分水比例，自然形成两个相对不同的村落群体; 同时，

即使在北河或南河内部，上游诸村与下游诸村也会因为水量问题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另一个是

在行政管理系统的框架里，州县管理的村落与王府及卫所管辖的屯庄之间更存在界限。
那么，赤桥村在这大大小小的网络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二、明清赤桥的村落空间及其在晋祠水利系统中的地位

从今天的地图上，我们还可以确定晋祠与周边村落的相对位置。晋祠是坐西朝东的，背后就

是龙山或称悬瓮山，其前方和左右都各有聚落。前方 ( 即东侧) 的村落为北大寺村和东庄村，

紧邻的右侧或南侧为索村，紧邻的左侧或北侧就是赤桥村了。在地图的上缘，我们还可以看到在

明清时期这个村落水利网中赫赫有名的花塔村的位置 ( 图 2) 。除了聚落的密度加大和规模扩延

外，赤桥的村落空间布局变化不大。图 1 中自东而西斜贯整个村庄的旧路，号称是老官道，也称

驿道，是从古晋阳城通往天龙山区的必经之路。全长约 1 公里，目前还保留着一些老房子，据说

是当年的店铺、旅店和民宅。刘大鹏的故居也在这条官道的南侧。

图 1

村后的卧虎山下原有一座兰若寺，据道光 《太原县志》记载，为清康熙年间所建，到 20 世

纪 60 年代被毁; 村西有座悟园寺，也叫兴化洞，都于近年开始复建或重修; 豫让桥旁原来有豫

让祠和观音庙，现也只留下一些遗迹。但最为遗憾的是，过去十分重要的渠道完全失去了踪迹，

我们只能通过豫让桥的遗址来判断这条赫赫有名的智伯渠的走向。
豫让桥即赤桥，在清末时长约一丈，宽两丈，跨于北河之上，是晋祠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

桥西原来的观音庙东向，在晚清时庙内塑有豫让的像。豫让桥很古老，《水经注》里就有记载，

但观音庙应该是相当晚近的。兰若寺建于康熙十一年，道光、咸丰间重修。庙内不仅供奉释迦摩

尼、观音、关帝等佛教神祇，同时还在南配殿供奉蔡伦，这显然是与赤桥村民以造纸为主业有直

接关系的。兴化洞不知建于何时，在兰若寺以南约半里，下有关帝，上有玉帝供奉。过去的驿路

经过庙前，路东有戏台，庙旁还有茶房，凡自东北方向到晋祠去的人，往往在这里歇脚喝茶。
在今天的赤桥村，除了兰若寺、兴化洞和观音庙以外，在村南口、村中各有一个五道庙，村

北有个三官庙。这些庙都是曾经毁坏近年来又重建的，已不再是原有的规模，好在位置依旧。由

421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4 期 赵世瑜: 赤桥村与明清晋祠在乡村网络中的角色

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我们无法得知这些村庙建于何时。但从三官庙和五道庙在华北存在的历史

来看，最早不应早于宋元时期。这几个村庙与村落生活的关系远比前三个寺庙密切得多，因为人

死了，都要到五道庙烧纸，称为“报庙”，然后才能发丧。赤桥有不同的五道庙，说明村里确实

存在不同的群体划分。三官庙的主神虽是天、地、水三官，但往往配祀各个非常流行的神祇，因

此成为北方城乡中最普遍的庙宇之一。这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庙，恰恰不是刘大鹏这样的

士绅所关注的。
刘大鹏的兴趣可见于他为赤桥概括出的 “十景”: 古洞书韵、兰若钟声、龙冈叠翠、虎岫浮

岚、古桥月照、杏坞花开、唐槐鼎峙、晋水长流、莲畦风动、稻陇波翻。这 “十景”中有人文

景观，也有自然景观。虎岫浮岚即指卧虎山，在村西北; 兰若寺和兴化洞均在山前; 龙冈叠翠指

村北的龙堰; 古桥即豫让桥，在村中心; 杏坞花开指村东南的杏沟子，晋水自南流来，到豫让桥

分两股向东、向北流; 莲畦指村东荷花池，稻田也都在村东，而三棵唐槐分别在兴化洞、豫让桥

和槐树社。由于村南是晋祠，所以这 “十景”主要分布在村后 ( 西) 和村前 ( 东) ，村北只有

一个龙冈，以及村中心的豫让桥。这十个景观以豫让桥为中心，这显然是聚落最古老的景观标

记，既有代表忠义的故事，也有晋水水利的源头象征，同时又是村落的公共空间，“父老子弟暇

则聚谈于斯”。相反，兰若寺是清代所建，兴化洞则不知建自何时，虽然居高临下，在风水的意

义上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村落古老历史的代表。所以，刘大鹏把历史不清或短暂的兰若寺和兴化

洞写入《晋祠志》，又在“赤桥十景”中将兴化洞塑造成一个读书的地方 ( “青衿之士诵读其

中，书声琅琅”) ，把兰若寺塑造成警醒村民的所在 ( “晨钟一击，声韵铿锵，村人闻之，莫不惊

醒”) ，努力将其塑造成本村的 “礼仪标签”，但显然并未成功。
赤桥的生命线是晋水。“晋水出晋祠，分南北流。北流经赤桥，故村人赖晋水以造纸，且溉

田畴，利用甚广，足以赡养身家。”所以，晋祠虽然不是赤桥的村庙，但由于晋祠北渠首先经过

赤桥，赤桥居于绝对的上游，因此赤桥和晋祠的关系就极为密切，超过了村庙。
晋祠对赤桥的意义重大，但赤桥在明代的晋祠水利网络中的地位如何却不十分清楚，至少自

明代中叶以来，同属北河村落网的花塔与南河村落网中的王郭村显然具有更大的权威。在拙文

《分水之争》中已经指出，至少自明代中叶起，北渠渠长一职，已由花塔村张氏世袭把持。按旧

例，“每年三月初一日先浇晋府地 ( 即小站营、五府营) ，一日毕; 至初二日浇宁化府地 ( 即古

城营) 二日，至初三日毕，初四日方浇本县民地三日，至初六日毕”，然后再周而复始。即所谓

“军三民三”。但到弘治年间，渠长张宏秀据说因为出了人命官司，就把灌溉民地那三天的 “夜

水” ( 即夜里浇水的权利) 投献给了晋王府，也许是需要借助晋王府的威势，导致下游如董茹等

村的水量短缺。直到嘉靖二十二年，可能是有人告到山西巡按处，最后官府批示认为，这些做法

“俱属违法，通行久治改正”，令北渠渠长张镇等人改过自新。到万历十五年，此案再度重提，

也是被人告到山西巡按处，讼状中又提到 “世袭渠长张相、王朝彦并在官张孝、崔坤等投托豪

校周密、周天恩等，不遵古迹志书，用强霸水”，说明这种局面一直没有改变。拙文也提到，嘉

靖四十二年水母楼的创建，是一个新的权力象征，与代表旧秩序的圣母殿分庭抗礼。考虑到直到

清末，在正月初八到初十北渠各村祭祀水母时，三天演剧，“系花塔村都渠长张某写定，发知单

转达古城、小站、罗城、董茹村、五府营，届期各带戏价交付”，即由花塔张氏主持，很可能水

母楼之建也与花塔张氏有关①。
类似的是南河的王氏。清雍正时“积年渠长王杰士把持需索，无弊不作”，当地士绅杨廷璿

上下告状三年，知县龚某派乡长、总渠甲去重订制度，还被王氏 “率众阻之，殴郭、冀两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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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二十二年《申明水利禁例公移碑记》、万历十五年《水利禁例移文碑》，载刘大鹏《晋祠志》卷30《河例一》，第
578 － 582 页; 卷 8《祭赛下·祭水母》，第 149 页。参见拙文《分水之争: 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载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36 －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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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最后才将其扳倒，可见其势力之大。也正因此，后人在每年祭祀水母的时候，都要在献庭

左右设杨、龚两人的神位①，与其说是表彰其功德，不如说是在不断重申那时新订的水利制度。
赤桥似乎一直与这些争水的纠纷无干。后人总结说: “前人立法颇详，北以薄堰口为界，南

以邀河子为界，界外乃入渠例，界内俱属晋祠地亩，随时取灌，不分程限，无渠甲。”② 北河的

薄堰口与西镇村的南界毗邻，与晋祠水源相距 3 里左右。晋祠、赤桥、纸房三村都在界内，用水

的规矩是“有例无程”，就是要遵守河例，但浇灌时没有水程的限制，即前引所谓 “随时取灌，

不分程限”，地位超然于南、北、中、陆堡四渠。后人认为明嘉靖碑文中所谓 “晋水经流之地，

皆为应溉之田，水行渠中，必盈科而进; 地临水畔，资栉比而浇”，说的就是这三村的地亩，因

此这三村“应溉田畴，四河不得阻挠”。所以，赤桥可以相对无约束地用水，这个特权地位长期

以来也得到下游各村的默认，当然也就显示不出它有多么强横。
但是，晋祠三村的这种特权地位，在清雍正年间遭到挑战，主要是毗邻的王郭村的渠长王氏

意欲抢占与其接壤的界内稻田的水例，“无钱不许灌浇”，理由是按规矩凡各村出挑河疏浚之夫

者才能有例，晋祠不出夫，所以无例。官府认为，晋祠是晋水发源地，本无程可计，另外又为下

游各村贴赔了水流经的土地，因此不用出夫也可有例。但问题既然提出，为了防微杜渐，需要做

出制度的补充: “今北河虽无此弊，亦不可不防其渐，应立晋祠渠长一名，经管南北两河有例无

程地亩。……北河自发源至雨花寺前口为公渠，每年晋祠与花塔等十三村公挑; 自雨花寺前口东

门外纸房、赤桥二村至薄堰子为晋祠用水之地，每年出夫自挑，不许派及远村。”以免下游各村

认为他们不仅可以无水程限制，还要用他们的人力为自己挑河。由此，晋水诸村建立渠甲制度，

分设渠长 ( 头) 、水甲、锹夫不等，以地多者充任，每年一换，不许有功名者充任，其工食银按

浇灌地亩的多少摊派，由乡地保甲负责推举和监督③。从此，在晋水四河之上，新增了一个 “总

河”，赤桥就成了总河三村之一，以往的超然地位得到了制度化。

三、晋祠、村庙及其他寺庙祭典中的赤桥

在明代中叶，为了防范蒙古的侵袭，太原地区普遍修建了堡寨，如东庄水堡就是东庄的乡贤

高汝行倡导修筑的。此外还有北堰寨、义井堡、南堰堡、董茹堡、王郭村堡、张花堡等多处，基

本都是嘉靖十九年由山西巡抚号召修建的，其中也包括晋祠堡。晋祠分别建有南堡和北堡，逐渐

地，堡内就被称为晋祠镇，堡外就是各个村。
同时，晋祠与赤桥、纸房三村共同构成了一个 “界”，属于晋水发源的区域，与在界外的各

村具有用水权利上的差异。而 “界外”各村，北河各村中多数是花塔村的属村，相对简单; 南

河各村既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时又因可分为南河、中河和陆堡河三个支流，又有一些区别。
我们看到，正月初三日祭祀文昌帝君，是晋祠附近的上游各村的群体行为，参与的村落有晋

祠、赤桥、纸房、塔院、长巷、大寺、王索等。文昌宫在晋祠内东北角，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
根据碑记，原有个文昌祠在智伯河南岸，比较简陋，雍正时杨廷璿建议把它移建于河之北，直到

乾隆中期才有人向杨廷璿之子杨二酉再度提出，最终花了近三年时间将其建成④。考虑到杨廷璿

在雍正年间为保证晋祠利益与王郭村数年纠纷，最后改订章程后造就了总河三村的体制，这时将

原来邻近南河的文昌祠移建于晋祠之内，即在晋祠与赤桥之间的位置上，或有大张晋祠文运之

意，毕竟这几个村明清很少有人取得功名。杨二酉在碑文中感叹道: “夫文运之将昌也，应时而

遂发; 地运之将转也，待人而后兴。前人虽有志未逮，其动我者几乎?”应该是有感而发。
此外，在文昌宫西侧的东岳祠每年祭祀的花费，也与赤桥有关。因为该庙的祭田有赤桥村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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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雍正七年《晋水碑文》、乾隆三十年《晋祠水利纪功碑记》，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32《河例三》，第 615 － 620 页。
乾隆三十年《晋祠水利纪功碑记》，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32《河例三》，第 619 页。
雍正七年《晋水碑文》，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32《河例三》，第 616 页。
乾隆三十八年《晋祠移建文昌阁碑记》，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1《祠宇上》，第 44 －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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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口平地五亩、牛角坪平地二亩、西堡子村平地二亩。
不过，晋祠最重要的祭祀，应该是祭祀水母和圣母，由于圣母的身份在明清时期逐渐被士大

夫改造为唐叔虞之母，祭祀圣母便成为官府的行为，凝聚水利村落网的仪式行为就以水母祭祀为

主了。祭祀水母自农历六月初一日起，延续到七月初五，所以是每年的晋祠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

一次了。祭祀的地点并不在晋祠内的水母楼，而在晋水之源。祭祀的顺序如下: 南河上河两天、
北河上河三天、总河一天、南河下河、陆堡河、中河均各一天，各河各村祭期之间有间隔。我们

不清楚为什么是这样的排列顺序，但这个以水利灌溉结成的村落网被分成 6 个支系，在这里也体

现得非常清楚。这个祭祀活动是属于整个晋水灌溉系统的，是覆盖性的，也是功能性的。
与此同时，每年九月的祭龙神活动也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参与的村落与水利灌溉无关。每年

三月初，纸房村民就去天龙山请黑龙王，安置在该村的真武庙，奉祀黑龙神的各村———晋祠、纸

房、赤桥、索村、东院、塔院、长巷、北大寺、南大寺、三家村、东庄、万花堡、濠荒前去致

祭。秋收后，即九月初二日，各村民将黑龙神的神像从纸房村迎出来，送到献殿，初三日在三圣

祠演戏祭祀。三圣祠在石塘 ( 即难老泉前那个有分水堰的池塘) 的东南，原为药王庙和真君庙，

到乾隆二年合并成一个庙，除供奉原来的药王和真君 ( 仓神) 外，增加了黑龙王神。初四日，

各村民聚于文昌宫，商量送黑龙神回山的吉期，好在次日在南堡张贴告示。在送神的前一天，各

村抬阁聚集在晋祠北门，从关帝庙出发，巡游各村，顺序是纸房、赤桥、晋祠、索村、东院、三

家村、万花堡、濠荒、东庄、南大寺、长巷、北大寺、塔院，最后回到晋祠北门。该活动道光时

仅剩 8 村参加，包括赤桥; 光绪时仅剩 6 村，连赤桥都退出了①。

图 2

天龙山黑龙神应该与纸房村的关系最密切。每年三月到九月，黑龙神都被置于该村的真武

庙，这个真武庙就具有了超出村庙的意义，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传统，因为晋祠圣母是祈雨

的重要对象，而黑龙神也应该是用于祈雨的。三月到九月正是从春播到秋收的农耕周期。到了清

代中叶，这个黑龙神要在晋祠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晋祠镇附近十几个村落共同祭祀的神，这是

这些村落需要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的结果。而且，这些村落还通过绕境游神来强化这个新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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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鹏: 《晋祠志》卷 8《祭赛下》，第 157 －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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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间的认同。显然，晋祠内的文昌宫和三圣祠都是这个村落联盟的活动空间。从游神的路线图

可以看出，纸房、赤桥、晋祠这总河三村是要先经过的，等于沿着镇墙自北而南，再从索村向

东，经东院、万花堡，折向北，到南大寺再掉头向西回去，形成了以晋祠为中心的第二道村落

圈。这个圈打破了四河的区分，成为非晋水水利网络的村落系统。赤桥当然在这个联盟里，但并

不是中心角色。在这个过程中，村庙开始具有意义，如前述纸房村的真武庙，同时，它与晋祠内

的三圣祠也发生了关系。赤桥村的村庙是兰若寺，虽然兴建较晚，但也由士绅赋予了类似的

角色。
刘大鹏记述说，赤桥村“南北西三面地甚狭，且矿碛难耕。东资晋水灌溉者稻田五、六百

亩，麦田三、四百亩。村人造草纸者十八九，耕田畴者十一二。稼事之多者，田不过三、四十

亩，少则一、二亩。鳞塍雉陇，层叠不平，刈获植种，车马难施，悉以肩仔。他处农以三时，此

独严冬隩寒造作草纸，不得休息。亩之所获，不敷朝饔夕餐，所资以为生者，藉稻稭以成草纸，

可易金钱，以佐菽粟之不足”①。我们不清楚赤桥村自明至晚清的人口数，但有千亩土地的一个

村庄，既可种稻，也可种麦，仅靠农业养活上千口人也应不成问题，不至于像刘大鹏所说那么凄

惨②。所以，正如刘大鹏所说，“由他乡而迁来者，岁不断”，到 20 世纪初还有容纳的空间。
造纸是赤桥人的主要生业，在晋祠石塘的北岸原有一段石梯，每年春秋挑浚北河时，因为要

筑堰把水排干，所以赤桥村人都要临时从这个石梯下到塘里去洗纸。清道光二十四年，四河渠甲

把这段石梯堵了，令洗纸者不得入塘。但赤桥村人还是把这个口子打开，依旧下塘洗纸，还在石

梯上面盖了一个门厅，平时加上木门锁住。南北河渠甲出面阻拦，赤桥村的董事人任宝成等只好

上诉官府，刘大鹏后来认为这是北河渠甲故意由此兴讼，以图渔利。但屡讯不决，村人又无法等

待，只好上诉到太原府。判决同意延续旧规，引起北渠张氏的不服，上诉到按察司，最后决定创

立新规，大意是每年春天改从庙内起挑，五府营、花塔等村出帮夫，将原来的十天挑浚缩短为三

天，“停洗无多，事属可行”。秋天河工较大，停洗的时间定为五天，如果到五天时不能放水，

则允许赤桥村民到金沙滩去洗纸，由此暂时解决了争端③。这个定规被刻碑立石，一通立于晋祠

的唐叔虞祠正殿中，另一通立于赤桥村的兰若寺正殿前阶下，一是说明兰若寺的确被塑造成赤桥

的村庙，具有神灵权威象征的地位，二是说明晋祠的唐叔虞祠对于整个晋水灌溉系统的村落来说

具有公共空间的意义，石碑立于此，意在昭告整个南北河的公众。
与此类似，光绪六年赤桥村农赵某因加工蓝靛用水，被都渠长兴讼，最后凭借雍正八年古碑

结案。赤桥村的公正李彬等认为，此碑意义重大，但字迹漫漶，于是重刊一通，立于观音堂正殿

檐下，这个观音堂就在村中心的豫让桥畔，也是赤桥的重要公共空间④。
从空间上说，本文的重点既不在城市，也不在城乡关系，而在于关注这个水利灌溉网络中的

村落与村落关系，尽可能揭示它们在历史中的结构过程，以及 “礼仪标签”在这个结构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但是，与中国的东南或者华南地区不同，这里的村落动辄就有上千年甚至更久远的

历史，我们很难根据现有的各种景观标记 ( landscape marks) 去重现某一乡村聚落的定居模式或

早期建构过程。具体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村落庙宇，与这个村的早期历史可能没有任何关

系。当然，它们一定与这个村落某些阶段的历史有关系，比如赤桥村里的寺庙与其清代的境遇有

关系。我们的讨论可能是这个村落历史的 “再结构过程” ( re-structuring) 。
赤桥和晋祠一样，因为占据了晋水灌溉的源头地区而具有了先天的自然优势，当然，也许这

是由于晋祠镇和赤桥等村的祖先长期供养晋祠而得到的回报。同时，晋祠虽然作为国家正祀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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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鹏: 《赤桥村记》，载《晋祠志》卷 5《古迹》，第 117 －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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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口峰值的 3 倍估计，赤桥村在明清时期的人口不过数百而已。
道光二十七年《遵断赤桥村洗纸定规碑记》，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30《河例一》，第 572 － 573 页。
该碑即《北河总河用水界碑》，载刘大鹏《晋祠志》卷 32《河例三》，第 608 － 6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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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太原地区的文化象征，但也是晋祠镇以及赤桥等毗邻村落所控制的象征资源，因此获得 “天

赋水权”并由此在村落网中占据了超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晋祠同时具有了 “镇庙”或者

“村庙”的性质。我们看到，虽然晋祠镇还有多所寺庙，但并没有哪一所堪称 “镇庙”，赤桥村

自己的村庙三官庙究竟发挥过什么作用，目前并不清楚。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明代以前的情况，但

那个时候赤桥与晋祠的关系，我们还是知之不详。
但是，这种“不劳而获”的地位在明清时期受到了挑战。下游各村因各种因素得到发展，

如北河的许多村落都是花塔村的属村，“南关、西关两厢皆隶花塔村也。其属之村曰西镇村、曰

南城角村、曰沟里、曰壑里、曰杨家北头。罗城、董茹两村皆隶花塔”①，张氏又是该村大姓，

明清两代都由其充任北河渠长。明代时他们又借助晋王府势力，形成晋水领域中的权势地位。在

中河、南河的东庄、王郭等村，明清时期也出过一些考取功名的士绅。水母楼的修建以及水母祭

祀在明嘉靖以后的大规模举行，就是下游各村势力壮大的具体体现。所以刘大鹏说，“南北河渠

甲往往依恃河势，凌侮农氓，动辄用武殴人，与上流之村搆讼。有司因其办公，瞻徇情面，不严

加申饬，而渠甲遂愈肆鸱张，于无事中寻事，冀启讼端”②。因此，到了清代，一方面借助旧例

获得官府的支持，继续保持总河三村的特权地位; 另一方面晋祠、赤桥等源头各村，也在晋祠中

建立自己的神圣空间，如文昌宫、三圣祠，并借黑龙神的祭祀活动，联合了与自己地缘接近的中

河、南河数村，形成一个超越四河这种水利灌溉关系的村落祭祀联合体，隐约有以此抗衡下游诸

村的含义。对于赤桥村来说，建造自己的村庙，加强本村的认同，也就有了必要性，这就是兰若

寺等寺庙修建或重建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该个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因为晋祠不仅与赤桥村的这个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也与处在这个乡村网络中的其他村落的这个过程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地方的意义上说，晋祠当然

不是一个村庙，而是一个“村落网”或“村落体系”的庙宇。它坐落于晋祠镇，也可以是一所

“镇庙”。但是，对于一个村落来说，这个“超级”的庙比村庙与自己历史的关系还要密切，意

义究竟在哪里? 同时，当这个寺庙存在并发挥作用时，赤桥村以及周围其他村落的村庙究竟与村

民的日常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晋祠这个庞然大物与各个村庙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结

构关系，是像以往学者们已经揭示的那样，与村社、里甲等地方行政体系存在对应关系吗? 而这

种结构关系又如何影响每个村落及村落网的历史? 当然，还有赤桥自己的村庙，在晋祠这个庞然

大物的身边，它们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在赤桥村的内部，还有着南志社、前头社、灯山社、西

稍社、官道社、高家社、庞家社、真武社及槐树社的区分，他们又与几个村庙和晋祠有着怎样的

关系? 一切有待于深究。
( 责任编辑: 陈炜祺)

Chiqiao Village and the Ｒole that Jinci Temple
Played in the Village Network of Ming-Qing Period

Zhao Shiyu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village system of Jinci area of Shanxi，discovering the history of

villages，for example Chiqiao village，discussing the institutions which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these settlements’development，could make us more clearly on the roles of Jinci temple in the
whole village network and the varied roles of each village in thi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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